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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夫·欧亚

从东亚样本看“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多元路径 
 

吕  鹏 

 

———————————————————————————————— 

【内容提要】一些学者认为“后共产主义”一词现今已经过时，理由是转型

的成果在那些之前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已经定型。然而中国持续的经

济、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转型却否定了“后共产主义终结”这一理论，因而

即使是在抛弃苏联式社会主义体系的二十年之后，“后共产主义”仍不是一

个多余的概念。相反，在东亚和东、中欧的比较研究中，重视“实际存在的

社会主义”的过去，并将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变量，能显著地增进我们

对转型国家多样化轨迹和形式的理解。 

【关键词】  后共产主义  后-后共产主义  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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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后-后共产主义：欧洲学者的偏见？ 

                          

1991 年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两年之前开始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席卷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要素市场的政商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1CSH038）
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欧社会保障重建与政府职能转变与借鉴”（项目编号：

06JCGJW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此感谢Iván Szelényi、孙立平、Andrew Walder、
Edmund Wnuk-Lipinski、Michael Kennedy、William Outhwaite、Larry Ray、Lawrence P. 
King、沈原、郭于华，他们在我致力于这篇论文时于不同阶段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

批评和宝贵的意见。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转型研究读书小组”成员的许多想法也在

多个层面上启发了我，在此一并致谢。 
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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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东欧。二十年后，就在一些人“庆祝”或“哀悼”苏联的终结之际，一

些学者却已经开始指出，后共产主义本身也在走向终结。一位政治学教授

2004 年 9 月 24 日在中欧大学的一个午间讨论会上曾声称：“正如无论是德

国还是意大利在 1960 年（也就是二战结束 15 年之后）都没有被称作‘后法

西斯’一样，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共和国也已经在共产主义衰退 15 年之

后摆脱了‘后共产主义政权’这一头衔”。
①
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并不仅仅只

有他持有这样的观点
②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只不过没

有公开发表罢了。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后共产主义是否完结”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

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后共产主义”或者说是“后社会主义”，到底指的是什

么？
③
从字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应该通过它的历史终

结
④
以及在它之前的历史而非它本身

⑤
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

不受时间限制的术语，理由是它标示着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个“共产主义体系”

① Andras Bozoki,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a speech at an EES noon discussion on
September 24, 2004, http:// 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MR306Bozoki.doc.
② Charles King, “Post-postcommunism: Transition, Comparison, and the End of ‘Eastern
Europe’’’ , World Politics, Vol.53, No.1, 2000, pp.143-72; Stephen Holmes, “Introduction to
“From Postcommunism to Post-September 11”,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Winter,
2001; Peter Gross and Vladimir Tismaneanu,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in Romani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2005; Kubicek, “Problems of post-post-communism: Ukraine
after the Orange Revolution”, Democratization, Volume 16, Issue 2, 2009.
③ “后共产主义”与“后社会主义”在含义上显然有微妙的不同。“后社会主义”一词

本质上是指一党专政和计划经济。我个人反感“共产主义”这一标签，因为它有时总是

含有消极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意味。一个更加公正中立的用词如“国家社会主义”（Szelény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2, 1978.） 或者是“古典社会主义”（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也许会更好一些。尽管如此，本篇文章出于建立一个讨论实质议题平台的需要，

仍使用“后共产主义”以及“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 。此外，这两个术语以及与它们

相近的术语（如“后苏维埃”），在我的文章论述中是交替使用的，毕竟它们都是在探讨

“真实的现存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④ Zolkos Magdalena, “Bringing Human Rights in the Enlargement Politics: the EU as a
Human Rights Promoter in the Central Eastern Europe”, 2004, http://www.cepsr.com/
clanek.php?ID= 210
⑤ Andrew Stroehlein, “Czech Intellectuals and ‘Post-Communism’”, Central Europe
Review,Vol.1, No.1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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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并转向“一个更开放、‘放任’的政治形态”
①
。由此，除非这

些国家又变成了共产主义政权，否则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无限期地使用这个

术语。换个角度来说，毕竟这个词有着暂时的“秩序的消解”
②
这一层含意。

因而，当短暂的时期最终完结时，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术语来取代“后共

产主义”，听上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而言，当给中、东欧国家重新命名的那一

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后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变成“正常国家”。鉴

于此，我们有了定义“后共产主义终结”的第一个版本，也就是“转型的终

结”：转型的起点是“共产主义”，终点是西方范式的“市场和民主”。如果

我们进一步往深里挖掘，不难发现支撑这个观念的是一个“作为一种趋同的

全球化主题”的进化模式，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过程会产生一个单一的同质

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这种论调的拥护者而言，共产主义（在东、中欧

或欧亚国）
③
仅仅只是一个插曲

④
。一旦达到常态并稳定下来，长期的转型也

就结束了，这些国家所面对的新问题也就不再是有关“转型的”了。

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

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东欧—欧盟八国）而言，

这八个后社会主义新成员国家在 2004 年完成了加入欧盟的进程。此外，东

① Richard Sakwa, Postcommu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② Staniszkis, Ontologia socjalizm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dwiga 1992, p.16.
③ 区别中欧和东欧，也许对理解现今欧洲“后共产主义”的布局很有帮助。在冷战期间，

东欧这一标签的意义基本上等同于在苏联之外此前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或多或少

与“苏东集团”一词同义。这个定义在我看来已经过时，理由是跨区域的国家已经和国

家社会主义大相径庭。各式各样“中欧”的定义成了一种时髦。对于很多学者而言，这

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由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定义而成一个政治的、社

会经济的概念。在本篇文章里，秉承 Ivan Szelenyi （2008）的概念，我使用了中欧一词

来描述“东欧—欧盟八国”（EU-8 countries），而东欧则指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以及乌克兰。如何划分之前的南斯拉夫国家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是富有

争议的。但大体上可以说，由于它们加入了欧盟，它们正在从东欧转向中欧国家。在本

篇文章的论述里，它们被暂时地划入“欧亚国”，就是也包含蒙古和此前在中亚的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的一个概念。

④ 对此的反驳可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mmunist Interlude,
or Interpretation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SA Regional Colloquium, “Building Open
Society and Perspectives of Sociology in East-Central Europe”, Krakow, Poland, Sept.
15-17,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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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考虑在内。在学界颇具影响的一种说法认为，成功

的转型有三个表征：（1）（稳定的）自由民主；（2）（制度化的）市场经济；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3）一个明确民主的政治社会和国家认同。“正常国家”

论者指出，欧盟组织在 2004 年的扩大是东欧八国在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中

迈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而这个新阶段可以被解读为“后共产主义的终

结”。
①

然而，大批学者对此并不表示认同。他们呼吁，“后共产主义”不应当

仅仅被理解为“转型”（transition），即直线发展的、目的论模式下的社会转

变；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多方位的、异构的、不确定

的，甚至是来回往复的。有些时候，他们更愿意使用“转变”（transformation）

一词，因为与“转型”相比，它所包含的目的论意味更少。
②

另一方面，不是所有“反对目的论者”或是“多元论者”都坚持使用“后

共产主义”一词。对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而言，“回归多元性”而不是“回归

西方”，恰恰是一个抛弃“后共产主义”这一“无用”概念的正当理由。例

如，早在 2000 年，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就宣称：“随着各个国家朝

着不同的方向前进，政府的联合形式就有从兴盛的社会民主到苏丹化甚至是

王朝政权这样的各种形式，继续将所有 27 种（甚至更多）的转型看成是自

然现象，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指出，“这个附在转型上十年的标签（后共

产主义）现在显得似乎越来越奇怪，波兰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

称谓应该完全不同”
③
。于是“后—后共产主义”（post-post communism）或

是“后—后转型”（post-post-transition）这样的词被学者们创造出来，用以

描述除共产主义以外种种可能的路径情形。在这里，我们就有了“后共产主

义”的另一个不同的定义：终点是一个多元的世界，而不是建立在“华盛顿

① Andras Bozoki,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a speech at an EES noon discussion on
September 24, 2004, 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MR306Bozoki.doc
② 有关这两个用词的讨论，可参见Susan Bridger and Frances Pine, Surviving Post-Socialis-
m: Local Strategie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John Pickles and Adrian Smith, Theorizing Trani- 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③ Charles King, “Post-postcommunism: Transition, Comparison, and the End of ‘Eastern
Europe’” , World Politics, Vol.53, No.1, 2000, p.16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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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体系。

依据上述概念的澄清，“后共产主义的终结”一词实际上所指的是两个

相互对立的概念。对于坚持“常态化”的转型论者而言，“终结”是指“回

归欧洲/西方”（即自由的政权）过程的完成阶段。因此，他们会将这个用词

限制在东欧八国，即便有时候会纳入那些“后橙色革命”国家（如乌克兰和

格鲁吉亚）。而我更愿意称这个概念为“‘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

本”。与此相反，对于指称一个更广义范围的共产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至

少包括俄罗斯和那些“东南欧国家”）的比较主义者而言，“后共产主义”随

着东欧和前苏联之间愈来愈大的分歧已经终结。我用自己的术语将其概括为

“‘后共产主义终结’的多元主义版本”，这个版本是对前面提到的“‘后共

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一种否定。

这两种“后共产主义终结”的阐述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在抛弃共产主

义 20 年之后，转型或者转变的成果，无论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稳固下

来了。
①
也就是说，对于欧洲和欧亚国来说，“后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截

然不同的，或者从“新铁幕”的争论中借用一个更激进的表述——它们属于

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东欧八国。大多数关于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它的

后果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稳固的民主国家在

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是少数。第二个阵营中，俄罗斯是老大，而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很少在比较分析中被涉及。中

亚、蒙古和高加索地区则更少出现在比较主义者的视野里。

中国和越南构成共产主义的第三个“阵营”。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国。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既不符合“后共产主义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的版本，

也不符合多元主义的版本。很明显，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因

此无法满足自由主义者设定的“常态化”或“民主化”标准。在市场经济方

面，正如我在下面的章节将展开叙述的那样，说经济转型已经定局还为时过

早。换句话说，“后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终结”也许大体上可以说得通——虽

① Gwendolyn Sasse, “Lost in Transition: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No. 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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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所谓“向欧洲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在很多学者看来仍然值得商榷。
①
相

反，“后共产主义”仍是用以描述中国正在进行的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转型的一个有效术语。因此，如果任何有关“后共产主义的终结”的论点没

有考虑东亚的话，它就是一种欧洲的偏见。
②
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声

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正如下一节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学者也存在

偏见。在中国社会学界，对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区域和专题研究的兴趣都在

下降。

二、“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危机

并非所有在“超越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无视中国和越南的做法，都是

源自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有时将中国看作是一种“变种”，多数社会学家并

不否认将中国定性为一个重要的“后共产主义”政权。对研究“后共产主义”

的一些学者和学生而言，他们几乎不谈东亚“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因

为很难找到中国国内的个人或研究机构做合作伙伴，此外，语言也是一个难

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对“转型的终结”这一争论里中国的缺失

感到歉疚。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缺乏合作和语言困难仍然是最主要的障

碍。此外，比较主义者更多地关注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或是先进国家，这

主要可能是这些项目更容易融入主流的研究，也可能因为能获得更多的资金

资助，或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合作关系、资金和语言并不是导致“后共产主义”的理论探讨在

第二个十年明显不足的最主要的障碍。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学者认为，相

① Michael Burawoy and Katherine Verdery,Uncertain Transition: Ethnographies of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Worl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King Charles, 2000;
Carothers Toma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2002; Outhwaite William and Ray Larry, Social Theory and Post Communis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Szelényi, “A Theory of Transitions”, Modern China,Vol. 34, No.1,
2008; Ray Larry, “At the End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Normalization or
Imagining Utopi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2, No. 3, 2009.
② 这其实是 Andrew Walder 的观点。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的杰出的、资深的社

会学家。这是 2008 年他在北大办公室与我进行非正式谈话中表达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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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二十年前，东亚和东欧之间的比较已经不怎么让人兴奋了。例如，在欧洲，

一些研究人员“搁置”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几乎没有在所谓“民主化革命”中

发生剧变的国家。但这种“搁置”也让他们忽略了这两个国家在近年来蓬勃

发展的基层公民运动。
①
不过，我此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判断欧洲和美国

比较主义者的是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对关于“后共产主义”

的研究作自我反思。
②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正是由于某种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漠不关心，导致“比

较后共产主义的研究”正在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上的倒退，因

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作为“第二次大转型”
③
，

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沃土，可以去收集更多的资讯，从而去检验基于其他

地区提出的其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契机，让

我们可以重建一门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我们已经从现存古典和

当代理论中所掌握的知识。
④

当然，作为补充，我想提出两个“限制性的说明”。

首先，我不是在建议对“后共产主义”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

与此相反，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

① Abuza Zachary, Renovating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Lynne Pienner Publisher-
s,2001; Li Cheng,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Brookin-
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② 然而，在 2009 年有关东中欧的报告再次成为焦点，它们的重点几乎全部集中这些国

家的财政危机方面，以及有时作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的反面教材。

由于语言障碍，中国的社会学家极其依赖英语或翻译的材料来获得最新的东中欧的信息。

因此，一旦“主流”媒体停止这方面的密切关注，研究人员也无法保持自我意识的情况

下，就会产生对这方面的无知。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交流机构或平台来承担这项

“全职工作”。

③ Burawoy,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 693-695.
④ Eyal Gil, Iván Szelé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
London: Verso, 1998; “The utopia of post-socialist theory and the ironic view of history in
neo-class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06(4) ,2001; “On Irony: An
Invitation to Neoclassic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73, 2003; Sun Liping, “Societal Transition:
New Issues in the Field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Vol.34, No.1, 2008;
Outhwaite and Ray, 2005; Aurore Merle, “Towards a Chinese Sociology for “Communist
Civiliz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2004, [Enligne], mis en ligne le 23 avril 2007.
URL: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document801.html Consulté le 18 avr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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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上对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特别是，相比与其他文

明的研究（如伊斯兰文明研究），社会学和其他邻近的社会科学中的“后共

产主义”研究在整体上做得要更好一些。 但相比于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蓬勃

兴盛的景观，不能不说，当下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缺憾。

其次，仅仅是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将“实际存

在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和它的“遗产”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解释要素。事实上，

将中国和越南纳入“后共产主义”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地理层面上的。

人们可以去做一个包括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跨区域比较研究，但从理

论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和东亚与拉美之间的比较研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换言之，东亚和东、中欧之间的比较分析可能在未来会不断增多，但它们并

不是我所主张的真正意义上的“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因为含有“后共产

主义”语境意识的研究有着自身的独特要求。
①

“后共产主义语境”的独特意识在于，要将这些国家与“古典资本主义

体制”的形成区分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和重新思考这些国家

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并将这段过往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解释这个地区

的多元性。例如，在 1998 年，Iván Szelényi 和他的同事
②
指出，“后共产主

义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经典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一些人也许会

认为这没有什么新意，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了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多种形

式。
③
但与这些“古典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变种”有所不同的是，“后共产

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门类，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

市场秩序在一个之前废除了私有财产和甚至没有私有财产萌芽的社会中发

展起来”；“此前关于资本主义转型的理论很少就这种独特的情况提出见解，

因为他们总是假定，一个资产阶级总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存在的。”于是，

① Paul Pierson, “From Area Studies to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 in: GrzegorzEkiert and
Stephen Hanson (eds.),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② Eyal et al,1998; 2001; 2003.
③ Gösta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Whurr,1991;
Hart Jeffrey, Rival Capitalis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 David Coates, Mod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Pr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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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就与其他的“转型”区别了开来：东亚“四小龙”和

拉美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也经历了民主转型或经济腾飞， 但这与“后共产

主义”国家不同，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或多或少已经存在市场经济，而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几乎为零。

正如 Bunce 注意到的那样，“区域研究的影响最终取决于（研究者）所

提出的研究问题。”
①
塞勒尼（Szelényi）和他同事们的杰出作品，给我们提

供了一个样本，论证了如何通过“共产主义”的视角来促进一般性的比较研

究。这正是继续在多元化的情境下使用“后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含义：

这一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其持久的遗产。我在本文

的最后一节将重申中国（和越南）作为“后共产主义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正是为了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综合比较研

究之中。 有意思的是，现今“后共产主义”研究在社会学中地位的下滑，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它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兴盛时期所埋下的种子。因此，

有必要重新回顾近二十年的“后共产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但是相关的文

献实在是太多了，试图做个全面的文献回顾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篇论

文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视角的比较研究上。

三、“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社会学争论

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学分析就其产生

和发展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1989 年，倪志伟（Victor Nee）

根据他以往的实证研究
②
，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场

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到市场”的论文。
③
这篇文章和他随后的

①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63.
② Victor Ne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85-203,1986.
③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163-8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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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①
激起了海外华裔社会学家和致力于“共产主义研究”的国外学者的强

烈反响和争议。在 1996 年，《美国社会学期刊》组织了一个关于市场转型

的专题，标志着第一阶段争论的高潮和“停战”。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

者和学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标志着“后共产主义”中国的研究趋向更加

多元化的第二阶段。关于“后共产主义”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在 1996 年

前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回顾，这里不再赘述。我只想简要概括这些争论所产

生的两种后果：第一，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二，我们错失了什么。

尽管通读这些文献会产生许许多多的主题，但将它们划分为几个大类也

并非一件难事。以下八组议题是当时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其重要性的主观认知）：（1）地位获得和职业流

动，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精英；（2）教育分层；（3）代际流动；（4）工作和就

业过程；（5）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及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回报；（6）文化消

费和政治行动；（7）组织和市场机制的转型；（8）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对中国研究有极大热情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其他

的议题，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整个学科的热点。所以，我的问

题是：为什么这些个别的议题被排除在了“主流”之外？

上述议题尽管关注点各异，但大致可被划归为两类：（1）社会分层与社

会流动，更具体地讲是“在市场转型中的分层结果”
②
；（2）经济社会学（组

织和网络）。鉴于这两个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在美国社会学的相对强势地位，

它们在深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话语霸权”并不令人惊奇。然而

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充分的，因为还有其他的领域，例如文化研究和历史比较

社会学也是美国社会学课程的主流，但直到最近，试图从这些角度研究“后

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变化的有影响的著作还不多。对于这一

现象，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

① Victor Nee, “Social Inequality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991;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1996.
② Lisa Keiste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n Market Transi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6, Issue, 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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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那些长期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带头学者形塑的。
①
由于这些学者大多主张“市

场转型”的框架，因此围绕“市场转型”的争论成了中国社会学界“后共产

主义研究”主导议题，甚至“市场转型”的标签比“后共产主义”还要被频

繁地使用。总之，知识上的历史渊源起着很大的作用。

然而，另一个因素也在促使这些议题成为“主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它们与欧洲“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同行”所做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

让我们以围绕着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而引发的争论为例。简单说，倪

志伟在 1989 年和随后文章中的核心论点是：中国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再分

配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的分层结构，从本质上消解

了“再分配者”也就是行政精英的相对权力。
②
倪志伟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他

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但是他成功地引发了一个与市场化有着普遍关联的问

题：谁会是新兴的市场经济的赢家？而谁又会输掉？

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中国问题专家（如 Andrew Walder, 边燕杰, John

Logan, Jean Oil, 林南, William Parish, Donald Treiman 和周雪光），还是对中

国略有研究的其他知名社会学家（包括 Iván Szelényi, Peter Blau, Randall

Collins, Glen Elder, Barbara Entwisle, Neil Fligstein, Alex Inkeles, Michael

Kennedy, Phyllis Moen, Nancy Tuma），他们都对倪志伟提出的议题作出了各

种各样的回应。于是，反过来，在中国进行的“市场转型的争论”对中欧和

东欧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也产生了交互影响。
③
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这种“双赢”的沟通最终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

① Guthrie Doug, “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Victor Nee and Andrew Walder”, Sociological Forum, Vol.15, No.4, 2000.
② Nee, 1989; 1996; Nee and Matthews, 1996.
③ Iván Szelényi, and Szonja Szelényi, “Circulation or Reproduction of Elites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4:615-38,1995; David Stark and Laszlo Bruszt, Postsocialist Pathway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Michael Burawoy, “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 Russia through a China lens”,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24, Issue 6, 1996; Rona-Tas Akos,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
-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0, 1994, p.40-69; Rona-Tas, Akos, The Great Surprise of the Small
Transforma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Hunga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Nee and Brit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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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地在欧美顶级刊物上发表。

这种蓬勃发展的局面当时就存在一个主要的缺点。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

地位/收入的获得、职业流动和社会网络在就职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农村、

民营企业家、地方一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等少数的议题上。
①
尤其是领头的

社会学家的权威地位，使得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热度不断

升温。在 1996 年以前，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当时，许多研究把兴趣集中在

所谓“从下至上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农村集体合作社和私营企业）蓬勃发

展，而国企的所谓“私有化进程”仍比较缓慢。

幸运的是，这种状况已经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我们有可能在一个有趣

而正合适的时点来进行反思：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研究中，是否有什么我们

所遗漏了的其他重要方面？或者，随着 2002 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

中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是否有新的具有可比性的议题可以供我

们审慎细究？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灰色”领域值得我们关注：（1）社会

福利体制改革；（2）政府对市场的逐步渗透，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研究这

两个领域需要我们对在 20 世纪 90 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甚至

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的“改革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如 Falk②
谈

到的，摆正我们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位置，我们可以更好地端详我们

20 年前不知道而现在终于知道的一切。

四、“后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新议题

（一）“第二波转型危机”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有关“后共产主义”的“主流”社会学研究几

乎都集中在一个层面上：市场化的浪潮以及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个偏

好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一直是这些国

家最为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类似“所谓的共产主义福利国家发生了什

① Bian Yanjie,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8, 2002.
② Barbara Falk, “Post-Communism’s First Decade: A Primer for Non-Specialist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 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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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样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却没有能在社会学的转型研究中得到

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对于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学家来说，这种缺失起初看起来并不会带来什么

学术上的损失，因为除了政权更迭之外，这些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可

以说本来就是“单面的”
①
，也就是说，主要就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譬

如，大量相关文献指出，在 90 年代刚经历激进的“经济重建”的匈牙利和

波兰，它们的旧有社会福利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完好的
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那样，这两个“后共产主义合法政府”“不仅保存了旧有的社会福利体制，

而且在转型阶段也极力提升这些福利计划。
③
至于俄罗斯，尽管它对社会福

利的自由改革是在 1991 年到 1993 年间进行的，但这一举措在 2000 年之前

基本上因反对势力过于强大而停滞失败。
④

然而新世纪发生了一些变化。面对低效和财政赤字的旧有系统，俄罗斯、

波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试图进行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改革，

即减少福利和津贴，以及对医院系统进行私有化
⑤
。这些举措在当时激起了

亲福利的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甚至引发了骚乱（例如 2006 年在匈牙利爆发

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将此称作是“第二波转型危机”，

与“第一波转型危机”时由于产权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而导致的 GDP 迅

速下降以及大量的失业形成了一个对比
⑥
。尽管有这些骚乱，但市场导向的

① Iván Szelényi and Katarzyna Wilk, “Poverty and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capitalist regimes”, In: Ian Kubik (eds), Justice, Hegemony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SSRC, 2009.
② M.Seeleib-Kaiser,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③ Tomasz Inglot, “Historical Legacies,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Policy in
Hungary and Poland, 1989-1999”, in: GrzegorzEkiert and Stephen Hanson (eds.),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ssessing the Legacy of Communist Rule, Ca-
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3.
④ Nick Manning, Ovsey Shkaratan, and NataliyaTikhonova, Work and Welfare in the New
Russia,Ashgate Publishing, 2000; Cook Linda,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Reform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Cook, 2007; Inglot Tomasz, Welfare Stat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919-2004, Cambrid-
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erami Alfio and Pieter Vanhuysse, Post-Com -munist
Welfare Pathways: Theorizing Soc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⑥ Szelényi and Wilk,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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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在财政压力的刺激下或是在像普京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推行下，还是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中欧则更为明显。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就很有趣：中国的社会配置系统发生了什

么样的改变呢？也是类似的私有化或商业化的改革吗？直接的回答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欧和东欧的社会福利体制的自由主义改革受到阻碍之际，

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却都在经历市场化和去中央集权化的过程
①
——激进

的医疗体制改革甚至被形容为一个“大逆转”
②
。但是，就在欧洲后共产主

义国家开始抛弃它们以往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时候，财政实力雄厚的中国党和

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体制，计划在 2011 年用 1240 亿美元来补贴基本

的医疗保险以及增加医院的数量
③
。针对人们对卫生服务体系的商业化和市

场化越来越多的怨言，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出承诺：“在公共卫生领域政府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达到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总体上，

从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历史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与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

是走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径：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的市场很不景气而中

国的商业化程度却很高；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欧洲的政府正在努力退出，

而在中国，强大的政府又回来了。问题是：那又怎样呢？

首先，它强有力地证明了“转型并没有终结”。对于“后共产主义”三

大主要地区——虽然对东欧、中欧和东亚而言，称它们形成了不同的福利政

权或是福利国家政权还为时尚早。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作者就已经试

图将这些情况标记在“福利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图上，尤其是与埃斯平-安

德森（Esping-Andersen）④
的经典论述结合起来。在 1996 年，安德森自己曾

① Ho Lok-Sang, “Market reforms and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41, No.8, 1995; Huang Yanzhong, “The Paradoxical Transition in China’s
Health System”, Harvard Health Policy Review,Vol. 3,No. 1, 2002, pp.78-84.
② Chen Meei-shia, “The Great Reversal: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sitChina”, in: William Cockerham(eds.)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 Birmingham: Univery of Alabama, 2001.
③ Hans Rösner, “China's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 Preliminary assessmen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 57, Issue 3,2004; Wong
Edward, “China plans universal health car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2009.
④ Gösta Esping-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68 -

拒绝将中欧和东欧看作是一种“新”的福利模型，认为这些国家和他提出的

三种福利类型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原因是它们还在转型。但在转型 20 年之

后，很显然，福利体制仍处于转型阶段。因此，研究者们形成了一点“共识”，

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相较于埃斯平-安德森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福

利模式，都是有显著差异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后共产主义”福利国家产生

了一种新的不同的模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学者对它持怀疑

态度
①
；但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出现了福利国家的第四种类型

②
；另一些人则

将“后共产主义”的福利国家划为三类：前苏联一组（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

斯），中欧国家一组和东亚儒家福利体制一组
③
。无论是哪种说法，在转型的

20 年之后，对于福利国家的类型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其次，社会福利体制的多种转变路径不仅仅只是福利国家社会学或是医

疗社会学的事情，而是组成了“后共产主义”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在

很多方面，福利体制的比较都可以是之前社会经济不平等方面主流研究的补

充。例如，塞勒尼（Szelényi）就曾指出，本质上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

的，因此，由“主导”机制制造的不平等，最终会通过一些次要的机制得到

补偿。具体说来，在市场经济中（如先进的资本主义或是后共产主义中欧的

资本主义），不平等主要是在市场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再分配机制会纠正这

些不平等现象；相比之下，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如国家社会主义），不平

等主要是来自于再分配，而那些弱势群体则不得不依赖市场领域（如“地下

经济”）来补偿他们的劣势。
④
但就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

扩展而言，这个“通则”也许就受到了挑战：当一些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由

① Claus Offe and Susanne Fuchs, “Welfare State Formation in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Patterns of Reform in the Post-Communist New Member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SP IV 2007-306,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Sozialforschung, 2007.
② Julia Szalai, “Poverty and the Traps of Postcommunist Welfare Reforms in Hungary: The
new challenges of EU-accession”, Revija za Socijalnu Politiku, Vol.13, No.3, 2006.
③ H.Fenger, “Welfare regim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corporating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 a Welfare regime typology”,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Ideas in Social Sciences,
August, 2007.
④ Iván Szelényi,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1-2, 1978; Kligman Gail and IvánSzelényi,
Pover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ransitional Societies, Unpublished report, available on lin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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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化丧失了收入来源之际，经济再分配机制却正通过强化干部及其子女

的特权扩大了贫富差距；更糟糕的是，福利再分配体制并没有缓解反而通过

将人们最需要的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换句话说，再

分配和市场化导致的不平等开始相互强化，而非如预期的那样相互抵消。有

意思的是，塞勒尼注意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恰恰也发生过类似现

象。在这个意义上，有关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匈牙利

的非同期比较分析，以及这两个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同期比较分析，可以

进一步深化对市场转型期间产生不平等的机制的理解。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列出其他所有从社会福利转型中可以提炼出的

比较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后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体制转型并没有完

结，相反，在某些领域序幕才刚刚拉开。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好是坏，你会

发现，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域在变革，经济体制的转型很有可能只是孕育期。

（二）重新国有化或国家的重新归来？

早在“后共产主义”第一个十年末期，就有了“市场转型是否终结”这

一争论。大量现有文献反映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什么是“（市场）转型

的终结”这一问题上，定义模糊不清。在安妮特·布朗（Annette Brown）编

辑的一部文集里，收录了一些转型研究专家在这方面的意见。布朗在这本

1999 年出版的书里所作的概括，即使在过了十年之后的今天也是有用的：

大部分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转型会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自由化和稳

固化，第二阶段则包括了无数结构上的改革……他们大体同意第一阶段在多

数国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第二阶段的进展和成功却出现了分化。”
①

尽管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很多社会学界研究“后共产主义”

经济转型的带头学者对此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市场）转型已

经终结”的呼吁也许有些夸张，但大的趋势——“市场化的第三次浪潮”
②

① Annette Brown,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Kalamazoo, Michigan: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9.
② Burawoy, “Public Sociology on a Global Scal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Vol. 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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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容否认。例如，倪志伟
①
就认为，中国已经在 2002 年左右成功地转

向了市场经济，尤其是在股市方面已经完成了市场转型。总体上说，在市场

转型的 30 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市场转型的过程可以是快速的也可

以是逐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条路的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
②

在另一方面，中国强有力的政府介入或是国家所有制，同样已经在后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站稳了脚跟。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即

便在一些被认为是自由化的国家（比如波兰）也是如此
③
。问题的关键其实

不是所有制，因为国企也可以市场化。后共产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认

为，“机制”才是市场转型是否终结的试金石
④
。魏昂德（Andrew Walder）

曾指出：“市场转型并不是指将市场机制作为这些结构的补充，而是指市场

机制占据主导的体制转型，即便它们还没有完全取代政府计划。”
⑤

在中国，公认的是，在产品市场上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定价，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市场原则所主导
⑥
。然而，对于生产要素市场，要达到

完全的市场经济状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垄断了

金融、电力、石油和通信部门（当然事实上它们的确垄断了），而是在于政

府是否能在供给来源、稳定物价、补贴营利机构等经济领域继续扮演“计划

者”的角色。尽管国有控股的垄断性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已经在

市场化管理方面取得相当的进步，但很多人认为，其主要的机制仍是计划经

济的。
⑦
我没有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全面数据，但

① Victor Nee,“China in Transition”, Accounts 7, 3-8, 2008, p.4.
② Andrew Walder and Giang Hoang Nguyen, “Ownership, Organization, and Income Ine
-quality: Market Transition in Rural Vietna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3, 2008,
p.252.
③ Stuart Shiel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lish State: 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
orTransnation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1, No. 1, 2004.
④ Szelényi, 2002.
⑤ Andrew Walder and Giang Hoang Nguyen, 2008; King Lawrence, Jakob Treskow,
“Understanding Russian Oil”,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13, No.2, 2006.
⑥ 当要评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最好是先对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之间区别进行一定的分

析。要素市场的概念在本篇文章是广义上的，它是指生产要素的市场。这些生产要素，

又称为投入，包括生产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和各种原材料（如石油、电力、

煤炭和钢铁）。

⑦ Lin Chun, “Against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Argu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3, No.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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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在越南和俄罗斯，境况是类似的（甚至更严重）
①
。

那么，这样的事实与本文的主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这提醒我们，在比较无论是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的经济成就时，

将“转型”视为单独的一个变量是有必要的。进一步讲，就是我们需要区分

三种各自独立的宏观机制：工业化、全球化和市场转型。事实上，东亚“后

共产主义”经济体制的工业化过程与欧洲的“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是完全

不一样的：不像已经工业化乃至“过度工业化”的中、东欧，中国和越南并

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积累的过程，尤其是农业这一部分。事实上，一些研究者

已经注意到， 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行动者的关系、宗教传统、集体记忆

等），与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地缘邻近程度，以及尤其重要的，工业化和

资本积累完成的时点及其与民族特性发育的关联——所有这些因素的不同

组合，为型构阶级、建立联盟以及阶级内外的冲突，创造了不同的机会结构，

而正是本土各阶级之间和内部的力量格局，对特定国家沿着哪条轨迹建设市

场经济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②

“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全球化”和“计划经济的市场转型”不仅是

决定不同社会结构以及解释各种转型路径的变量，也应该被视为三种导致企

业或国家层次上不同经济后果的分析性并行机制。以中、俄高利润的石油产

业的比较为例，它可以是全球石油市场价格上升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走出之

前的大萧条而走向经济复苏的结果。但是政府制定价格政策以及准入门槛，

也许是一些企业超过另一些企业的主要原因。这些机制在现实中相互交织。

为了分析它们的特殊作用，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如设置

① King and Treskow, 2006; Collins Ngan, Ying Zhu, and Malcolm Warner, “HRM and
Asian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China, Vietnam and North Korea”, in: Chris
Brewster and Wolfgang Mayrhofer (eds.), The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9.
② King and Szelényi, 2005; Walder,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1978 - 1996”,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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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控制变量
①
，或是在比较研究的不同阶段结合使用不同的比较策略

②
。

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留下了这样一笔遗产：即使是在发生变化的十多年

后，依然可以将“后共产主义”经济（或者至少说是它的一些部分）与其他

的发展状态相区分。

将要素市场纳入到市场转型研究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意味着市

场转型在中国和其他有类似现象的经济体制中没有完结，而且它使得我们不

得不对它们的最新进展加以关注：朝向市场化还是国有化？是否存在有一天

“倒退”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趣的是：在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

之际，政府的“回归”也许不仅仅限于社会领域。

政府投资驱动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 2009 上半年

占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 88%，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做到

的，而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占据了主要股市的近七成。
③
全球经济的衰退

给了中央政府这么做添加了更多动力。尽管私营企业仍控制了整个经济的一

半以上，但很多中国观察家都认为，经济刺激措施将会扭转局势，因为据说

到目前为止 90%以上用来刺激经济的资金都投到了国有控股的企业。
④

在生产要素市场中，“战略资产”的国家控制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国

家在电信、电力和房地产这类行业的固定资产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因

此，有媒体甚至学者猜测，是否可能发生一场新的“（重新）国有化”运动。

由于国有化之前曾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代名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将见证国产主义的复兴或是共产主义文明的一种新形式？国有化会不

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新药方，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风靡私有化那样？

① 梁玉成：“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

世代效应模型”，《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作者指出，市场转型讨论中往往将

1979 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仅仅当作市场化转型，却忽视了同时存在的现代化，尤其是

工业化转型。他试图提出一个能够将工业化转型的效应剥离出来的市场转型模型，以探

讨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布的“净市场转型效应”。

② Matte Dogan,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ume 1,
issue 1, 2005; Esping-Andersen Gösta,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Rana Foroohar,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Newsweek, Oct 17, 2009.
④ John Le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China to pursue political
reform”, Executive Highlights, No. 85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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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参与或是拥有国

民经济的特定部门，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在上个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偶尔

将铁路、煤矿和钢厂国有化，甚至为了国家利益而控制银行。但国家控制的

企业在政府的管理下很快就回归到私人的手中”
①
。至于中国，绝大多数学

者也都认为，零星的国有化基本上都是基于市场准则来进行操作的
②
。

但是，我在这里并非打算讨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会出现“共产主义经济”

或所谓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修订版。我想强调的是：对于“后共产主

义世界”的比较研究来说，看上去的或事实上的国家所有权加强提醒我们，

有必要重新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浪潮中真正发生了什么。20

世纪 80 年代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创业型资本主义”或“改革型社会主义”

的时代， 而 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为是私有化、分散化、市场化的时代。中

国是如此吗？ 事后看来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 20 世

纪 80 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旨在恢复一个合理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

而这之前它被混乱的“文革”中断，这种与东、中欧不同的改革起点对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市场经济的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③
其他学者则坚持认

为，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在 1998 年发起了一场“双轨”改革，“抓大放小”

的方针最终将在 21 世纪创造众多的巨型国有企业
④
。我们需要更坚实的实证

研究，特别是历史和比较研究，来解决这些尚不确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

定的：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所谓的“北京共识”
⑤
、

“新发展模式”
⑥
或“新文明国家”

⑦
时，一些之前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低

估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双轨改革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① Lohr Steve, “Nationalization Has Happened Before in U.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② 崔之元：“国进民也进是大趋势”，《亚洲周刊》，2009 年第 23 卷第 48 期。

③ 秦晖：“转轨前中东欧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可放弃性’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社科版》，2003 年第 3 期。

④ Lin, 2008.
⑤ Ramo Joshua Coo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⑥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2007.
⑦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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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我们是在‘转型的转型’之中？还是‘转变’？‘后转型’？甚至是‘一

体化’？还是仅仅是简单的‘发展’？谁在意吗？”祖尔克（Suhrcke）①
提了

一个好问题。如果仅仅是术语上的争论并不会引起人们关心，但它确实不是

一个修辞意义上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比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前社

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变迁仍是有裨益

的。

科尔奈
②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时，即意味着转型

的终结：执政党不再具有垄断权力；主要生产工具掌握在私人手中；经济活

动主要是市场在协调；此外，福利国家的改革也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无

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还是中欧和东欧或东亚国家，都不能满足上述所有标

准。首先，东欧八国和俄罗斯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自由改革仍然未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而且结构转型也在放慢速度。其次，戈尔巴乔夫在 2009 年曾指责

普京政党“比苏联共产党还糟糕”——这可能是唬人的，但俄罗斯的“可控

民主”的确在走下坡路。其市场化改革也停滞不前。第三，尤其在东亚的“后

共产主义”国家，生产要素市场的主导机制绝对不是市场。 更别说，对美

好未来的乌托邦式幻想仍然在影响很多地方当下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此外，

如果我们的视角从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转到日常生活

的世俗空间，尤其是社会记忆，我们会发现更多“后共产主义”持久性的证

明
③
。

本文并不否认如今在这一区域各国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但正如有学者
④

注意到的那样，“并不能仅仅因为前共产主义国家自 1989 年以来已经形成了

① Marc Suhrcke, “Is transition over?”, Intereconomics, Volume 35, Number 3, 2000, p.105.
② János Kornai, “Reforming Social Welfare State in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In: Annette
Brown (eds.), When Is Transition Over? Kalamazoo, Michigan: 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9.
③ Alison Stenning and Kathrin Hörschelmann, “History,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the
Post-socialistWorld: Or, Do We Still Need Post-socialism? ”, Antipode (compilation), 2008;
Sun 2008.
④ William Outhwaite and Ray Larry, Social Theory and Post Communism, London: Black
-well Publishers, 2005,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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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就认为‘后共产主义’是一个多余的概念。”萨克

瓦
①
认为，“后共产主义”概念的提出，“是一大批‘后’哲学家披露了我们

这个年代太多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一词提醒理论家们，

对这个区域的比较分析应该与共产主义文明在我们当下迫切的问题上留下

的长长的身影相结合。在极其多元化的“后共产主义”世界，比较东中欧，

欧亚国和东亚并不是在比较苹果和橘子，而是要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和

比较
②
。如果不考虑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型而来的历史特点，我们就不能完全

地或是正确地理解某些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在收入或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并

不仅仅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或社会主义医疗体制商业化的结果，也应该从特

殊利益集团——或使用更准确的术语，“单位（situses）”③
残留的特殊利益的

角度——来考虑；企业或国家层面的多元化经济表现并不只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而是一个同时受工业化、全球化以及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不同策略影响的

复杂问题。

在具体考虑共产主义的遗产和“后共产主义”的特殊性时，使用比较分

析方法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问题，更不是说比较研究就肯定优于其他方

法。无论是只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还是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讨论，都应该是任

何学科自我反思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减少隐性或显性的国家中心主义。从

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后共产主义”地区的各种文明国家的比较分析，可以

为培养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打好基础。不幸的是，经过二十年的转型，这个领

域的研究者正越来越少。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的今天，重新呼吁这一点尤其重要。

————————————————————————————————
【Abst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term “post-communism” is

already out of date as the results of transition in those European socialist regimes

① Sakwa, 1999, p.125.
② Richard Locke and Kathleen Ann Thelen, “Apples and Oranges Revisite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s and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abor Politics”, Politics& Society, 23 (3), 1995.
③ Daniel Bell, The Winding Passage: Sociological Essays and Journeys,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xxv ,1991; Lawrence King, “Explaining Postcommunist Economic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 Number 559, 2003,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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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lready been finalized. However, China’s continu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has denied the theory of “ending in post-communism”.

Therefore, even two decades after the Soviet-style socialist system was

abandoned, the concept of “post-communism” is still not superfluous. In contrast,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n East Asia,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laying emphasis

on the past of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 and taking it as a substantive

explanatory variable will significantly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in diverse

trajectories and forms of transition countries.

【Key Words】Post-Communism, Post-post-communism, Social Theories

【Аннотация】 Некоторые уче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термин посткомму

-низм уже устарел, основанием тому служи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уже ощутимы в бывш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Однако продолжающиеся в Кита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 опровергли теорию «конца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а», поэтому даже после дву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тказа от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является утратившей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концепцией.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опы

придаётся значение прошлому «ре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он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реальной объясняющей переменной, ч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наше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траекторий и форм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ющихся стран.

【K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пост-посткоммунизм, социаль

-ная теор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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